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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新生代
农民工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机制

———基于赋权理论的分析

晏齐宏

摘 要：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具有赋权作用,但是学界对于互联网的赋权

机制并未给予深入阐释。 以赋权理论为视角,认为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的赋权

具有结构性,包括平台赋权、实践赋权(如信息赋权、关系赋权) 、心理赋权等。 基于北京市

新生代农民工互联网使用调查数据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意愿主要受网络接入、政
治效能感的影响,其受实践能力影响较小。 同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当下网络技术和移动

设备的普及,虽然使新生代农民工平台接入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实践能力也有了一定程度

的提升,但平台接入、实践能力在提升心理层面效能感的功能仍然非常有限,意见表达状态

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好转。 由此,互联网要真正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表达,除了提高

网络接入、网络使用能力外,更需要将其转化为心理层面的效能感获得,培育和营造良好的

意见表达文化也是重要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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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ICTs 的赋权功能,理论界和实践界寄予了充分的期待。 基于赋权是对

“失权”或“弱权”的一种补充和改造,赋权理论经常用于分析社会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农民工群体

便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对象。 较多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对农民工的赋权意义,包括媒介赋权[1-3] 、信息

赋权[4] 、关系赋权[5] 等。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赋权的内容和结果发生了偏向,即从社会经济权力转

向政治权力,并指向要求国家和法律予以承认和保障的权利,包括政治和公民权利、信息权、传播权

和自由连接的权力[5] ,表达权便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意见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面,也是公民个人权利的体现。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意

见表达具有以下特征：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更为“先进” ,但仍处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弱势地位,对现实社会有所不满并有意见表达的需求。 例如,周葆华调查发现,上海市新生代

农民工的意见表达意愿较强,并且针对劳动权益问题的表达意愿要高于情感问题。[6] 但另一方面,也
有研究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表达意愿并不是特别高,意见表达意愿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均值为 2. 18(5 分量表,即介于“不太会表达”和“有可能表达”之间) 。 当个人经济权益受到损害时,
26% 的被访者有较大可能或完全选择沉默。[7] 同时,上海[6] 和北京[7] 的两项调查都发现,人际渠道是

新生代农民工最为倾向的意见表达渠道,其次是网络渠道,最不愿意选择机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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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理解上述现象：从意见表达的角度看,互联网如何赋权于新生代农民工? 通常网络

活动可以分为网络接入和网络使用。 对应于赋权则是提供平台和提升能力。 对外经贸大学课题组

于 2012 年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受访者中,从不上网者仅占

6. 3% 。[8] 更为重要的是,笔者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也经常使用论坛、QQ、微博、博客等,积极参与

这些讨论型网络社区。 目前,移动互联网非常普及,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到微信这一集通讯、交
流、服务等于一体的社交平台,这一定程度上为其意见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除了平台之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质性表达能力如何,即“赋权是否等于增能” ? 廖圣清研究发

现,针对政治问题和民生问题,网民使用非网络渠道表达意见的频率也高于非网民。[9] 如果网络仅仅

提供了意见表达的平台,以上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可以推测的是,互联网对表达意愿的影响机制较

为复杂。 有研究发现,互联网基本使用情况(包括如网龄、触网程度、网络操作技能)对意见表达意愿

的影响非常小。 网络信息获取、知识习得、新闻浏览等并未显著影响其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这一定

程度上说明了互联网的作用仅限于平台层面,对他们的意见表达没有起到提升网络使用能力等方面

的实质性作用,[7] 由此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意见表达意愿。 当然,目前网络信息高度流通,内容越

加丰富多样。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微信成为重要的信息获取、交流互动平台,微信熟人圈具有较强

的信息过滤功能,使得多元化信息获取受到限制,也约束着社交网络的建构和拓展,从而可能削弱意

见表达意愿。
较多研究发现,男性、青年、文化程度高、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人更倾向于发表政治意见。 男性

较女性更频繁地对国家政治问题发表意见。 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市民针对国家政治问题和民生问

题的意见表达频率越高。[9] 这些都属于个人的内在实质能力。 那么,互联网是否起到提升个人实质

能力的作用呢? 周葆华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网络新闻和网络交往仍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

工新媒体渠道表达意愿的最主要因素。[6] 那么,网络接入、增能除了直接作用于意见表达外,是否会

通过心理因素等层面而间接影响意见表达呢? 特别是,随着网络问政的践行,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

具有激发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可能性。 这种政治效能感是否通过网络接入、增能等而产生影

响呢?
总体来看,虽然以往研究分析了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因素,但是缺乏影响机制的探讨。 经典的

赋权理论认为,赋权包括实践层面和心理层面。 从网络意见表达看,实践层面的赋权主要是基于平

台而进行的传播赋权,包括信息的流动、基于互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建构。 心理层面的赋权主要在

于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以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10] 即由于网络平台接入、能力提升对自我政治

能力及外在政治环境的感知等而产生了一种较好的心理状态。 换言之,互联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赋

予意见表达的权利,是一个层次分明的赋权结构体系,包括平台的技术赋权、基于平台的信息赋权和

社会关系赋权,以及由平台接入和个人能力提升而带来的心理赋权等。 意见表达需要信息和社会网

络来支持,所以可以通过这两个方面考量网络意见表达所需的能力。 基于这些考虑,本研究试图剖

析互联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的赋权过程,也就是互联网对于其意见表达的作用机制。 同

时,本研究通过对比两次调查,尝试分析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的作

用机制是否在平台接入、能力提升、政治效能感等方面发生实质性变化,以期为这一群体意见表达的

提升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ICTs 与赋权

从理论来源看,赋权理论根植于社会工作。 在美国《社会工作词典》 中,赋权是指帮助个人、家
庭、团体或者社区提高其个人的、人际的、经济的或政治上的能力,而达到改善他们现状的目的。 这

是从外援的角度看待赋权,特别强调他人的帮助或赋权。 罗杰斯( Rogers)将“传播”带入了赋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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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核心,论述传播对于赋权的重要性。 他指出,赋权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于小群体内众多

个体间的相互交往,实质是个人、组织与社区借由一种学习、参与、合作等过程或机制,获得掌控自身

相关事务的能力,以提升个人生活、组织功能与社区生活品质。[11] 对话和互动是赋权过程中的重要

元素,在赋权对象之间发挥重要的作用,赋权最后的决定和行动也就是在对话和互动中产生的共同

意见形成的结果。[5] 由此,IC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与赋权的联系成为必然。
ICTs 的赋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技术层面和能力层面。 技术层面主要指的是互联网提供了平

台和链接方式;能力层面指的是个人运用这些技术达到自我发展的目的。 由于 ICTs 与赋权的重要关

系,学界对于 ICTs 的研究也聚集于个人权利相对比较匮乏的弱势群体,如农村地区人口、妇女、老
人、农民工[12] 等。 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ICTs 助推农村地区发展主要在于两个方面：联通性( connec-
tivity)和融合性( inclusion) [13] 。 联通性指在多大程度上某地区被数字化链接并推动了经济发展,聚
焦于物质不平等和数字鸿沟[14] ,如个人的社会资本如何促进他们的互联网接入和使用[15] 。 融合性

指 ICTs 发展形成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人们有能力参与到信息社会[16] ,包括 ICTs 相关

知识的应用和技能的可获得性问题[17] 。 Joseph & Andrew 调查发现,农村妇女将 ICTs 作为赋权的工

具和维持生存的手段,接入和使用 ICTs 使得农村妇女在教育、事业、经济方面受益。[18] Wong 等通过

两个 NGO 中网络技术赋权于老年人的例子发现,网络知识较为欠缺的老人更反映了技术的赋权作

用,他们也更能感受到由网络使用知识的有限而导致被边缘化。[19]

但是,目前对于 ICTs 与赋权的研究,特别强调弱势群体的“客体地位” ,即属于“被赋权者” ,而相

对忽略了边缘群体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 赋权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权力并行使权力,凸显边缘群

体的主体性,这要求赋权要进一步提升到获得能力的层面,甚至上升成为稳定的心理状态。 但是,当
下 ICTs 对弱势群体的赋权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或者说 ICTs 的赋权作用的发挥相对于他们遇到

的困难还远远不够。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在中国语境下,边缘群体很难通过自己的力量主动赋权,
只有通过他者帮扶进而推动自我能力提升[20] ;同时,从主体性出发和最大程度发挥互联网对意见表

达的促进功能,或许心理层面的作用也值得关注。
(二)网络意见表达

关于网络意见表达的实证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对网络意见表达影响因素

的分析更加精细化。 关于网络意见表达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打破了意见表达的传统制度化渠道的束缚,为公民意见表达提供了新渠道、表达主

体更加多元。 例如,上海市网民表达意见的频率显著高于非网民[9] ;那些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人

更加支持自由表达,同时也越不支持对隐私权的强调与重视[21] 。 同时,相比于人际传播,网络环境

减少了个人的孤立恐惧感,从而促进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22] 。 第二,针对不同议题,新生代农民工

网络意见表达也呈现不同特征。 有研究者发现,相比于生活议题,上海市民更会对政治议题发表网

络意见,人们倾向于认为网络虚拟空间是一个自由的、限制较少的空间。[23] 第三,网络平台和技术特

征使得表达具有“互动性” ,也更加平等和开放。[24] 例如,Facebook 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使参与者有平

等的讨论权利和机会,讨论也更为热烈。[25] 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手动输入和异步性使得反馈性更

强、讨论也更为理性,意见表达更具有论证性。[26] 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说明,互联网技术的便利、低
成本、匿名性、互动性等特点,使得互联网成为公共空间、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农民工意见表达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学界对农民工意见表达的研究关注两个层面：一
是,意见表达客体,即针对哪些议题发表意见,如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个人经济问题等。 如果农民工

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表达显得无足轻重,逐渐也会造成其冷漠态度。[27] 同时,意见表达机制

缺失导致农民工的基本劳动与社会权利受到损害。 二是,意见表达渠道,即通过哪些渠道或利用哪

种方式表达意见。 这些渠道包括选举、工会、媒体、信访等。 但是,目前农民工话语权存在严重缺失

现象。 在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体领域,农民工话语权也严重缺失。[28] 可以发现,以往对于互联网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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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达关系研究仅限于平台层面,即互联网为农民工意见表达提供了平台,但是较少有研究涉及具

体如何影响。 由此,本研究尝试从技术与赋权的角度分析互联网对农民工意见表达的影响机制,这
也补充了互联网赋权的多维度图景。

基于以上对 ICTs 与赋权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对边缘人群的赋权分析,主要强调他者的赋权,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被赋权者的主体性。 从赋权理论出发,赋权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即实践层面和

心理层面。 从实践层面看,互联网提供了大量信息,也增加了社会交往与互动。 从心理层面看,理论

上平台和能力赋权会形成较强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成为一种恒定的、蕴藏在心底的“机关” ,反过来驱

动网络接入和能力提升,进而促进意见表达。 一定程度上只有这种心理状态的获得,及基于此而进

行平台接入、能力提升,意见表达才可谓真正地实现了一种“主体性” 。
意见表达意愿是意见表达的重要维度[29] ,沿着意见表达赋权的结构性路径,笔者尝试分析新生

代农民工网络意见表达的平台赋权、实践赋权、心理赋权情况如何,它们之间如何作用从而影响了意

见表达意愿。 同时,基于两个时段的调查对比,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不同维度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

总体来看,从赋权角度出发,不仅可以回应意见表达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也可以从主体性的

角度看待互联网对于意见表达的赋权结构。 基于此,笔者认为,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表达

的赋权具有结构性：包括平台赋权、实践赋权、心理赋权,其中实践赋权又包括信息赋权和关系赋权。
(一)互联网、公共空间与意见表达

对于互联网是否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的讨论未能达成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是

一个公共空间,网民可以在其中表达意见和看法。 在互联网对意见表达的影响中,一个基本变量是

使用强度。 互联网的众多应用形式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强化人们对其的使用而设计的,这提升了用户

黏性和与 技 术 平 台 的 互 动 性。 例 如, 博 客、 SNS、 微 博 等 使 用 户 对 媒 介 资 源 的 可 接 近 程 度

( accessibility)不断提高。 UGC、博客和维基百科,使得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权力重新分配给多个

人。[30]这种转变使新技术用户有能力自己设置议程,通过网络内容生产影响其他人。[31] 使用强度影

响内容接触方式、互动形式等,从而影响意见表达。
有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强度与政治意见表达意愿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也与政治参与能力的感知

具有正向关系[32] 。 这里的互联网使用强度包括：微博关注数、被关注数、微博使用频率、微博使用时

长。[33]可以发现,以上对于互联网与意见表达影响的研究,在具体操作中大都使用网络使用强度和

频率,而非实质性的网络活动(如互动等)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也只是作为公共空间而存在。
当下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高,新生代农民工互联网使用频率,如网龄、触网程度等差异相对较

小[34] ,较为一般性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并不足以代表网络接入情况。 所以本研究不以互联网使用频

率测量使用强度,而是以与意见表达直接相关的网络接入行为测量：包括逛论坛或社区、上微博与博

客、登 QQ 等,更加凸显网络意见表达的讨论特性。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1：
H1：网络接入越多,意见表达意愿越强

(二)互联网、个人能力与意见表达

ICTs 技术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个人的选择性。 社会发展或社会结构作用于个人,
从而使得个人能力有所提升,包括不断增长的知识、社会关系、流动性、收入、健康、自主性等。[35]

Wang 认为,人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五种能力：信息能力、文化能力、社会能力、政治能力、经济能

力。[36] 周葆华研究发现,网络新闻和网络交往仍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渠道表达意愿的最主

要因素。[6] 同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境况,以及以往实证研究,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意

见表达中所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信息获取、网络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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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获取

互联网提供了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由此议题关注者会积极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 这反过来影

响了他们对特定领域知识的把握、影响他们对特定议题的态度和表达行为。[37] 互联网对意见表达的

强大影响,在意见极化现象中得到深刻体现。 网络信息的可选择性增强了人们对于与自己意见相同

的观点和信息的支持,导致意见极化[38] 。
具体来看,公众普遍关注三大类信息,并形成他们的意见和观点：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件、某一

社会群体的观点、具有强烈政治理念的信息[39] 。 尽管自我利益并不是意见表达的直接影响因素,但
是自我利益相关事件会影响对政治信息的关注。[40] 这在众多研究中也得到证实,例如,公共事务卷

入与政治信息关注正相关、与网络政治表达正相关[41] ;网络新闻获取正向影响市民参与[42] 。 陈成

文、彭国胜认为,农民工的失语状态之一是信息贫乏性失语,即由于缺乏信息获取渠道,或者所获取

的信息不充分、不完备而引起的失语现象。[43]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2a：
H2a：网络信息获取程度越高,意见表达意愿也越强

2. 网络建构

社会网络衍生社会资本,由于网络结构、资源嵌入程度不同,社会资本或者促进或者限制个人的

表达行为[44] 。 社会资本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即个人投资社会关系以获得工具性或情感性支撑[45] ,这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网络。 网络规模越大,越有可能获得大量信息,促进参与行为[46] 。 从网络结

构看,Putnam 认为,同质性人群通过社会网络产生凝聚性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47] 。 Lin 认

为,人们通过网络互动接近和动员资源,其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社会行为[45] 。 例如,人际网络中,信
息资源、网络位置、信息流通等具有重要联系,所以善于沟通的人具有一定信息优势,他们可以及时、
高效地获取高质量信息[48] ;那些具有社会资本的人能够通过信息交流获得更好的工作信息[49] 。

网络社交也直接影响了意见表达行为。 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交流促进社会参与行为;社交网络

使得市民的政治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同时,在线网络会产生积极的网络表达氛围;当个人感知

到这种友好氛围时,表达不同观点的意愿也会增强[50] ,其政治意识也逐渐提高[46] 。 Arsène 发现,个
人攻击是网络表达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个人可能害怕被他人攻击而不愿表达。[51] 考虑到不友好的

表达环境,来自社会网络的社会支持感知则更具有价值。 也就是说拥有更多的熟人和朋友,个人对

自己表达更为自信,也更愿意表达。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强
关系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角色。 他们也更愿意通过人际渠道表达意愿,如家人、老乡、工
友等,这在相关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6-7] 。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2b、H2c：

H2b：网络规模越大,意见表达意愿也越强

H2c：强关系交往越多,意见表达意愿也越强

(三)互联网、效能感与意见表达

自从 1952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全国性调查开始,政治效能感在政治传播研究中被广泛运用。 政

治效能感是个人拥有或可能拥有的政治行为对于政治过程产生影响的可能性的感知[52] ,这种感觉

能够促进社会参与。[53] 政治效能感包括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 内在效能感指个人自我能力或

个人政治影响的感知和期待[53] 。 内在政治效能感与社会参与、投票活动有关。[53] 互联网也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政治效能感。 如有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强度与政治参与能力的感知具有正向关系[32] ;网
络政治信息获取有助于提高政治参与感[54] 。 外在效能感指的是对于政府能动性的感知。[55] 有研究

发现,网络使用强度与对政府未能给予回应的感知之间具有正向关系。[32] 随着市民参与公共议题的

增多,他们不仅积极获取政府相关信息,而且对政治活动的知识也增加,外在效能感也增加。[56] 也有

研究发现,互联网提高了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影响公共信任程度[57] ,以及强化了市民的信念：即
他们的思想或者批判是会得到重视的,这反过来提高了外在效能感。

微博、博客等互动性较强的网络平台也影响着公民政治效能感。 微博提高了政治效能感,市民

通过这些信息平台了解政治时事,从而增加了自信;只要他们愿意参与,就可以并且能够参与讨论。

·69·  2018 年第 5 期

ChaoXing



同时,公民可以更深刻认识到政府是为了公民的利益而行动的,并意识到这是对公民负责的表现。
这两种路径分别呈现了以微博为代表的互动性社区对公民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影响。 由此

提出研究假设 H3a、H3b：
H3a：网络接入程度越高、政治效能感(内在和外在)越强,意见表达意愿也越强

H3b：网络信息获取程度越高、政治效能感(内在和外在)越强,意见表达意愿也越强

研究发现,内在效能感更容易影响政治表达。 主要是因为互联网提升了公民对于自己理解政治

问题的能力,由此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更加有自信,从而促进参与行为。[58] 也有研究发现,意见表达与

内在效能感正相关,这里主要指的是个人对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更加自信。[59] 同时,随着电

子政务的推行,接触政府信息和与政府对话也更加容易,这会增加外在效能感,进而影响意见表达。
而这些信息和知识层面的能力提升,也有可能随着社会网络规模和结构而有所不同。 正如前文认为

的,强关系和弱关系一定程度上都有增加信息流通,以及获得情感和工具支撑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人

们具有较为良好的网络感知和政治感知。 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网络产生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会
增加人们的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从而促进意见表达。

社会网络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在较多实证研究中都得到证实。 有

研究发现,数字能力会促进社交技巧,数字文化生产或者是积极参与个性化的网络表达,与社交技巧

具有正向关系。[60] 强关系促进了信息和策略性知识的传播、也鼓励和推动了合作,而且强关系也更

可能拓展到网络在线交流中。[61] 同时,强关系更加可信,会提供实质性的社会支持。 例如,Facebook
上的强关系更可能回应和帮助他人。[62] 与此相对的是,若没有强关系支撑,很难获得购买、软件升

级、问题解答等方面的帮助。[63]

当然,弱关系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异质性人群通过社会网络产生的桥接性社会资

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具有拓展新关系和产生工具性价值的可能性。 同时,弱关系越多,越有可

能获得有用而非冗余的信息。 例如,嵌入表达网络的陌生人会形成“隐性朋友”关系(如游戏网友、
兴趣社群的趣友) ,也会产生归属感,这使得他们更愿意表达和讨论。 弱关系形成的多元化信息的传

播和扩散[48-49] ,更有助于发展认知灵活性,提高其文化资本。 所以,弱关系或许也能够通过提升效能

感而促进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由此出本研究假设 H3c：
H3c：网络建构程度越高(包括网络规模、强关系、弱关系) 、效能感越强,意见表达意愿也越强

四、研究方法及研究实施

(一)变量测量

1. 因变量：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网络意见表达意愿测量对应于互联网的三个使用行为,通过测量被访者在遇到个人经济权益受

到损害情况下,通过“论坛发帖” “微博发帖” “ QQ 发帖”等三种方式维护个人权益的情形。 1 表示不

会,5 表示完全会( Cronbach’ s alpha = 0. 875,M = 2. 222,SD = 1. 082) 。
2. 自变量

网络接入。 通过测量被访者进行网络活动(三个题项：逛论坛、上博客或微博、登 QQ)的频率获

得,1 表示从不,5 表示几乎每次( Cronbach’ s alpha = 0. 616,M = 2. 740,SD = 0. 887) 。
信息获取。 通过测量被访者浏览网络新闻的频率获得,具体包括浏览家乡新闻和浏览北京新闻

两个题项,1 表示从不,5 表示几乎每次( Cronbach’ s alpha = 0. 721,M = 2. 58,SD = 0. 897) 。
社会网络。 将“根据您上网聊天对象中各类人的比例”转化为 10 点量表,将聊天对象进行因子

分析,得到两个公共因子：因子一为家人亲戚和老乡同学、朋友,可称为“强关系” 交往( Cronbach’ s
alpha = 0. 856,M = 4. 457,SD = 2. 252) ;因子二为陌生人和其他人,可称为“弱关系”交往( Cronbach’ s
alpha = 0. 791,M = 2. 184,SD = 1. 792) 。 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以熟人关系居多,最终采用网

络规模(整体交往频率)和强关系交往频率。 1 表示从不,5 表示非常频繁。 (整体交往 Cronbac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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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 0. 789,M = 3. 863,SD = 1. 730) 。 但在分析网络结构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时,为了发掘新的可

能性,本研究也引入了弱关系。
3. 政治效能感

本研究针对“倾向于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主要原因”列有以下几个选项：能够维护正义和公共利

益、事关个人利益、引起政府重视促进问题解决、在网上发言相对自由、支持自己喜欢的偶像、凑热

闹、表现自己引人关注、其他;针对“倾向于不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主要原因”列有以下几个选项：问题

太专业无法参与、问题与切身利益无关、发言也得不到政府重视、讨论发言可能带来麻烦、没有上网

条件、说不清、其他。
对内在效能感的赋值如下：针对网上发表意见的原因“能够维护正义和公共利益”,若回答者将该

选项排在第一位则赋值为 5,排在第二位则赋值为 4;针对不在网上发表意见的原因为“问题太专业、无
法参与”,若回答者将该选项排在第一位则赋值为 1,排在第二位则赋值为 2,排在第三位则赋值为 3。
外在效能感的赋值如下：对于是否在在网上发表意见的原因是“引起政府的重视、促进问题解决”,排在

第一位则赋值为 5,排在第二位则赋值为 4;针对不在网上发表意见的原因为“发言也得不到政府的

重视,不如不说” ,若排在第一位则赋值为 1,排在第二位则赋值为 2,排在第三位则赋值为 3。 内在效

能感 M = 2. 497,SD = 1. 542;外在效能感 M = 1. 852,SD = 1. 209。 整体效能感 M = 2. 176,SD = 0. 966。
(二)研究实施

本研究的研究总体为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无法从正式途径获得完整的抽样框,权且以

滚雪球抽样结合配额抽样的方法来选取样本。 从理论上讲,在充分考虑样本分布特征的情况下,非
概率抽样获得的样本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

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廉思领衔的课题组于 2012 年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 ①调查,调查报告显示,
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行业分布中,建筑业占 10. 3% 、制造业占 13. 4% 、服务业 76. 3% 。[8] 再结合国家

统计局 2002 年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GB / T4754—2002) ②及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全国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64] ,将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划分为六大类,即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批发零售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等。 由于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属于

服务业,所以将这四个行业(外加原有居民服务业)平分,即这四个行业占比分别为 76. 3% / 4 = 19% 。
问卷的发放由课题组于 2014 年 1—5 月在北京执行。 共发放问卷 501 份,建筑业 52 份、制造业

67 份、四个服务行业均 95 份,其他行业 2 份。 经数据清理与核查后,共获得实际有效问卷 500 份,数
据分析采用 SPSS 进行。

同时,本研究于 2018 年 9 月访谈了不同行业的 18 位新生代农民工,尝试对传统社区对话型平台

中的意见表达与当下以微信为主要平台的意见表达进行对比,由此更为深刻地阐释新生代农民工的

意见表达机制是否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有实质性的改变。

五、研究发现

根据本研究设计的框架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以及中介效应分析,探讨互联网使用对新生代

农民工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 由于因变量是正态分布,且通过方差齐性检验;共线性统计量中的容

差、特征值、条件指数( CI)均通过检验,说明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这些条件都符合回归分

析的基本假定,所以认为回归模型有效。 回归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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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2012 年 6—11 月,廉思领衔的课题组进行了“城市新移民”的“两个典型群体平行调查” ,形成了北京“新生代农民工” 调查报
告和“新生代白领”调查报告。 这两次平行调查与北京团市委合作,根据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在 16 个区县、
5 个重点行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及居民生活服务业) 、306 个街道乡镇或区域、1761 家基层单位进
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由于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邮政仓储业、住宿餐饮业行业性质比较相近,都属于服务业,本研究将他们统一归为服务业。 这
样做一是便于结果的解释,二是凸显了差异性行业在互联网使用及其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上的不同。

本研究中体制内单位包括国企、事业单位;体制外单位包括私企、外企、合资企业;无工作单位包括自由职业者、小商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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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发展的多层回归模型

网络接入、网络实践

与意见表达意愿

网络接入、效能感

与意见表达意愿

网络信息获取、效能感

与意见表达意愿

Β 标准误 Β 标准误 Β 标准误

(常量) 1. 570 0. 587 -0. 4754 0. 4312 -0. 0238 0. 4301

性别(女 = 0) 0. 006 0. 135 -0. 0238 0. 1056 0. 0439 0. 1078

年龄 -0. 028 0. 015 -0. 0103 0. 0117 -0. 0263 * 0. 0119

初中(小学及以下 = 0) -0. 115 0. 340 0. 0844 0. 2735 -0. 0368 0. 2655

高中 0. 146 0. 340 0. 2336 0. 2766 0. 2083 0. 2662

大专 0. 307 0. 359 0. 4335 0. 2929 0. 5197 0. 2803

大学本科 0. 599 0. 412 0. 5681 0. 3312 0. 6924 * 0. 3202

体制内单位 -0. 170 0. 171 -0. 1417 0. 1296 -0. 045 0. 1303

体制外单位(无单位 = 0) -0. 579 * 0. 225 -0. 3228 0. 171 -0. 5033 ** 0. 1727

网络接入 0. 359 *** 0. 092 0. 377 *** 0. 0633

网络信息获取 0. 094 0. 081 0. 2059 *** 0. 0586

网络规模 0. 205 0. 126

强关系 -0. 124 0. 097

弱关系

内在效能感 0. 1332 *** 0. 0336 0. 1294 *** 0. 0342

外在效能感 0. 1332 ** 0. 0429 0. 1128 ** 0. 0434

总 R2( % ) 23. 2 24. 7 20. 08

网络规模、效能感

与意见表达意愿

强关系交往、效能感

与意见表达意愿

弱关系交往、效能感

与意见表达意愿

Β 标准误 Β 标准误 Β 标准误

(常量) 0. 2133 0. 5406 -0. 1437 0. 5064 0. 0532 0. 5175

性别(女 = 0) -0. 0598 0. 1323 -0. 0032 0. 1232 -0. 0506 0. 1254

年龄 -0. 0308 0. 0146 -0. 0226 0. 0137 -0. 026 0. 0138

初中(小学及以下 = 0) -0. 056 0. 3267 0. 0755 0. 3143 0. 0832 0. 3217

高中 0. 1548 0. 3283 0. 3305 0. 3122 0. 198 0. 3261

大专 0. 5823 0. 3422 0. 7035 * 0. 326 0. 581 0. 3361

大学本科 0. 7662 0. 4017 0. 7648 * 0. 3817 0. 783 * 0. 3949

体制内单位 -0. 0589 0. 165 -0. 1286 0. 1491 0. 0066 0. 1578

体制外单位(无单位 = 0) -0. 5167 * 0. 2146 -0. 4559 * 0. 2063 -0. 5709 ** 0. 2085

网络接入

网络信息获取

网络规模 0. 0851 * 0. 0393

强关系 0. 0512 0. 0279

弱关系 0. 0828 * 0. 0385

内在效能感 0. 1448 *** 0. 0417 0. 1159 ** 0. 0391 0. 1438 ** 0. 0399

外在效能感 0. 1199 * 0. 0526 0. 1418 ** 0. 0487 0. 0972 0. 0507

总 R2( % ) 19. 3 15. 5 17. 3

  注：*p＜0. 05,**p＜0. 01,***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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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接入、网络实践与意见表达意愿

研究发现,体制外单位工作相比于无工作单位者,网络意见表达意愿较弱 ( β = - 0. 579, p ＜
0. 005) 。 网络接入程度越高,网络意见表达意愿越强(β= 0. 359,p＜0. 001) 。 但是网络实践活动对

网络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网络信息获取( p＞0. 05) 、网络规模( p＞0. 05) 、强关系( p＞0. 05)
并没有促进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说明互联网提供了意见表达平台,但实践能力(如网络信息获取、社
会网络建构)对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非常有限,即互联网对意见表达的实践赋权并未完全实现。

通过访谈发现,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微信是其主要使用的网络应用,他们

有空就刷微信。 但多位被访者除了将其作为通信工具、与外界获取联系之外,只是娱乐和消遣,如听

歌、看节目、玩游戏、聊天(餐饮,LX,STJ,JSG;制造业,KYH) 。 在信息获取方面,他们最经常使用百

度地图以及搜索生活小常识。 但不会特别关注相关新闻,包括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也不会上网

查询搜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们的微信好友大多是亲人、朋友、同事,其网络规模局限在熟

人圈子。 一位被访者说微信朋友圈仅有 20 多位好友,只是平时聊聊生活,并不关注社会热点事件。
“我们也只是(用手机) 自己玩玩儿,跟朋友随便聊聊,其他的都不关注。 我们平时太忙了,睁眼上

班,下班睡觉;也不怎么关注房价、医保等,就算关注了也白关注,反正也买不起房。 我更不可能在朋

友圈或者微信群里讨论这些事情。” (邮政业,MT)由此,尽管有些政策信息与他们直接相关,他们也

没有咨询、表达的意识。
(二)网络接入、效能感与意见表达意愿

研究发现,网络接入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β = 0. 377,p＜0. 001) ,内在效能感( β = 0. 133,
p＜0. 001)和外在效能感( β = 0. 133,p＜0. 01)都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从直接效应看,网络接

入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LLCI = 0. 253,ULCI = 0. 502) 。 网络接入对内在效能感( p＜0. 05)和

外在效能感( p＜0. 05)的影响不显著。 从间接效应看,网络接入对网络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中,内在

效能感( LLCI = -0. 010,ULCI = 0. 047)和外在效能感( LLCI = -0. 025,ULCI = 0. 023)的中介效应都不

显著。 同时,性别对内在效能感具有显著性影响( β = 0. 354,p＜0. 05) ,男性的内在效能感较高。 体

制外工作单位相较于无工作单位的,外在效能感较低( β = -0. 475,p＜0. 05) 。 也就是说,网络接入对

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中,效能感并没有起到中介性作用。 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虽然网络接入强烈

影响意见表达意愿,但是这种平台接入并未转化为心理层面的效能感提升,以进一步作用于网络意

见表达意愿。
对于政务公众号等政务公开系统及平台,多位被访者尽管下载了政务公众号,但他们表示,这些

公众号起作用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一是,尽管自己在相关平台上发表了意见,也很难被相关部门看

到;二是,尽管相关部门关注了,但具体落实需要相关程序,这些无法通过网络实现,仍然需要现实力

量去执行。 他们最为担心的是这一落实过程存在与传统渠道类似的缺陷,最终面临的问题可能也无

法完全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愿“忍忍算了”而不太可能去发表意见。
(三)网络信息获取、效能感与意见表达意愿

研究发现,网络信息获取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β = 0. 206,p＜0. 001) ,内在效能感( β =
0. 129,p＜0. 001)和外在效能感( β = 0. 113,p＜0. 01)都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内在效能感对

网络意见表达的影响略大于外在效能感的影响,或许是由于网络信息很大程度上提升的是个人能力

以及对自己有能力表达意见维护公平正义的感知。 从直接效应看,网络信息获取显著影响网络意见

表达意愿,( LLCI = 0. 090,ULCI = 0. 321) 。 网络信息获取对内在效能感( p＜0. 05)和外在效能感( p＜
0. 05)的影响都不显著。 从间接效应看,网络信息获取对网络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中,内在效能感

( LLCI = -0. 011,ULCI = 0. 037)和外在效能感( LLCI = -0. 015,ULCI = 0. 022)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
通过访谈发现,男性更可能关注新闻(建筑业,CJH;居民服务业,GEF;交通运输业,DD) 。 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下载了新闻 APP,但他们并不会特别关注某一热点新闻事件,大多也只是随便看看,并
没有特定目的(居民服务业,MFS;交通运输业,DYQ) 。 与网络接入特别相关的是,尽管部分被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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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了某些新闻公众号、包括政务公众号,但是很少持续关注重要的新闻信息。 多数被访者愿意对

那些富有哲理的“段子”进行点评,但是对相关政策新闻等并不转发、评论等(餐饮业,JSG;MUG) 。
手机虽然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他们普遍表示,由于个人能力有限,不太了解

相关政策信息,以致并没有意见表达的意愿。 一位建筑工人表示：“ 我也看与自己相关的新闻,如医

保政策,但是我很少去表达,我们文化程度低,不懂政治方面的东西;也怕说不好,也不懂。 所以,一

般也不去朋友圈说,只是工友们平时私下聊聊而已。” ( CJH)同时,一位快递员表示,“ 我之前遇到过

拖欠工资的现象,当时去劳动仲裁部门咨询过,但是来回折腾了一周,最后也没拿到工资。 主要是我

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类似的事情,你去百度上查吧,各种说法都有,还得相互对比、辨别真假,我们

没有那闲工夫。 自己去折腾不仅影响正常上班,有时候基本也起不到作用。” ( ZJS)可以发现,新生代

农民工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信息阅读和获取习惯,这也无法转化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从而提升网络

意见表达意愿。
同时,数据表明,年龄对网络意见表达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 β = -0. 026,p＜0. 05) ,年龄越小,网

络意见表达意愿越强。 在访谈中发现,那些年龄较大的被访者,对新闻特别是政策新闻非常关注,如
户口、医疗、养老、保险、住房、宅基地、土地权等,但他们不太表达意见。 这与他们的人生阅历和经历

有关。 而较年轻者基本不看这些新闻,其意见表达也只是随便说说。 相较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

者,大学本科学历的网络意见表达意愿更强( β = 0. 692,p＜0. 05) ,进一步说明文化程度对网络意见

表达意愿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受教育程度与网络信息获取之间的重要关系。 对于大学本科等受教育

程度较高者,他们的网络信息获取程度也更高。 年龄和教育程度对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的作用

都不显著( p＜0. 05) ,说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扮演了基础性的社会经济角色,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

获取信息的能力有所提升。
但需要注意的是,大学本科相较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其内在效能感较低( β = -0. 363,

p＜0. 05) ,或许是由于他们更加认识到政治和社会情势的复杂,问题太专业而无法参与,也更加现

实;而小学及以下的可能仅仅是基于印象,认为网络意见表达能够提升能力、维护正义和公共利益,
属于一种理想状态的、想象的意见表达情境。 在访谈中,多位被访者表示政治非常复杂,他们没有能

力对这些事件发表评论和看法。 当然大学本科和小学及以下在本研究中样本占比较少(小学及以下

占比 4. 8% ,大学本科占比 6. 8% ) ,并不能推断教育程度对内在效能感具有反向影响。 同时,整体来

看,大学本科相比于小学及以下的,其网络意见表达意愿更强。 但是现实性的效能感和理想性的效

能感存在差异,这一现象也应该引起关注。 即受教育程度通过网络信息获取增强内在效能感,从而

对网络意见表达意愿产生影响,这一过程并非是纯粹的线性关系。 同时,体制外工作单位相较于无工

作单位的,内在效能感较低(β = -0. 621,p＜0. 05),网络意见表达意愿也较低(β = -0. 503,p＜0. 05)。
(四)社会网络、效能感与意见表达意愿

在网络规模、效能感、意见表达意愿的中介效应模型中,网络规模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β
= 0. 085,p＜0. 05) ,内在效能感( β = 0. 145,p＜0. 001)和外在效能感( β = 0. 120,p＜0. 05)都显著影响

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从直接效应看,网络规模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LLCI = 0. 008,ULCI =
0. 162) 。 网络规模对内在效能感( p＜0. 05)和外在效能感( p＜0. 05)的影响都不显著。 从间接效应

看,网络规模对网络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中,内在效能感( LLCI = -0. 002,ULCI = 0. 040)和外在效能

感( LLCI = -0. 026,ULCI = 0. 002)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 这说明,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越强烈,但网络规模并非转化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提升。 同时,性别对内在效能感具有显

著性影响( β = 0. 354,p＜0. 05) ,男性的内在效能感较高。 在访谈中发现,微信朋友圈相对比较封闭,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之前微博、论坛等对社交关系的拓展。 一位被访者想咨询外地车牌的信息,但是

并没有在朋友圈发帖询问,他说,“问了也是白问,他们也不懂。” ( ZQC)另一位被访者持续关注户口

政策多年,也很少在朋友圈发帖咨询。 “这现象很普遍,外地户口如何落到北京,这事我很少在微信

问,只是私下聊聊,不过这都好几年了,还没有解决,现在也就不怎么说这事儿了。”(批发零售业,P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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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关系交往、政治效能感、网络意见表达意愿的中介效应模型中,强关系并未显著影响网络意

见表达意愿( p＞0. 05) ,内在效能感( β = 0. 116,p＜0. 01)和外在效能感( β = 0. 144,p＜0. 01)都显著影

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从直接效应看,强关系并不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LLCI = -0. 004,ULCI
= 0. 106) 。 强关系显著影响内在效能感( β = 0. 089,p＜0. 05) ,但强关系对外在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

著( p＞0. 05) 。 从间接效应看,强关系对网络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中,内在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显著

( LLCI = 0. 000,ULCI = 0. 026) ,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外在效能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LLCI = -0. 021,
ULCI = 0. 000) 。 从人口变量来看,大专相较于小学及以下的,其网络意见表达意愿更强( β = 0. 704,
p＜0. 05) ;大学本科相较于小学及以下的,其网络意见表达意愿更强( β = 0. 765,p＜0. 05) ;一定程度

上说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网络表达意愿越强。 体制外单位相较于无单位者,其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较弱( β = -0. 456,p＜0. 05) 。 同时,性别对内在效能感具有显著性影响( β = 0. 354,p＜0. 05) ,男性的

内在效能感较高。 在访谈中发现,部分被访者不太愿意在朋友圈发表意见,但是更愿意在微信群、特
别是亲密关系的微信群中发表意见。 “ 我喜欢在发小的那个群里讨论一些事情,毕竟大家都知根知

底,说错话了什么的也不会特别在意。 但如果是同事的微信群,我说不好或者与别人看法不一样了,
就不太好了。 这种关系可能有隔阂吧,所以不怎么在同事群里说。” (餐饮业,MUG)

在弱关系交往、效能感、网络意见表达意愿的中介效应模型中,弱关系交往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

达意愿( β = 0. 083,p＜0. 05) ,内在效能感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β = 0. 143,p＜0. 01) ,外在效

能感并不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p＞0. 05) 。 从直接效应看,弱关系交往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

达意愿( LLCI = 0. 007,ULCI = 0. 156) 。 弱关系交往对内在效能感( p＞0. 05)和外在效能感( p＞0. 05)
的影响都不显著。 从间接效应看,弱关系交往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中,内在效能感 ( LLCI =
-0. 013,ULCI = 0. 023)和外在效能感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 LLCI = -0. 016,ULCI = 0. 006) 。 从人口

变量来看,大学本科相较于小学及以下的,其网络意见表达意愿更强( β = 0. 048,p＜0. 05) ;体制外单

位相较于无单位者,其网络意见表达意愿较弱( β = -0. 571,p＜0. 01) 。 相比之下,在微信平台中,多
数被访者基本不加陌生人为好友,也不转发、评论陌生人发布的信息,更不与不熟悉的人交流讨论相

关新闻事件。 一位建筑业被访者谈到了技术交换的问题,“我们建筑设计过程中,遇到不懂的专业问

题,也不会去网上查,我们直接询问专业人士,这样可以更快解决问题。 去网上查吧,太浪费时间,而

且这些事情也要看实际情况的,网上不可能找到正确解决方法的,只能作为参考。 我们知道了问题

怎么解决,群里有其他人问的时候,我也不怎么说,因为毕竟我不是专业人士。” ( WQG)也就是说,尽
管通过同行解决了专业问题,但这并不是通过自我学习获得心理层面效能感的提升,这也限制了其

意见表达。
社会网络建构的影响中,网络规模和弱关系虽然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但是效能感并未

起到中介性作用。 而强关系交往虽然整体上未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但是一定程度上,强关

系的作用是通过提升内在效能感,从而对网络意见表达意愿产生影响,内在效能感起到了完全中介

性作用。 也就是说,或许只有通过提升了内在效能感,强关系对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

显示和发挥。 当然有可能是由于强关系更会对人际渠道的意见表达意愿产生作用,而非对网络渠道

的意见表达意愿产生作用,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而这一点在微信平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较

为亲密的关系中,被访者更愿意表达和讨论,部分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无论如何他们始终能够得到亲

密关系的支持,这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有能力表达,提升了内在效能感。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基于实

质能力而生发的内在能力的良好感觉有本质性差异。 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研究在该部分

纳入弱关系的重要意义。 在强关系影响网络意见表达的模型中,内在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显著,而在

其他模型中,内在效能感的中介性作用并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较强的关系使得人们具有较为积

极的心理状态,从而其内在效能感也越高;另外一种可能路径是,互联网使用能力带来的,具有较强

的网络社交能力,使得人们感受到自己能够维护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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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互联网接入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意愿。 但是相比之下,网
络实践活动(如信息获取、网络建构)对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相对有限,在整体模型中并不显著,但是

在单个模型中显著。 由此假设 H1 得到证实;假设 H2a、H2b 得到部分证实;假设 H2c 并未得到证实。
同时,网络接入、效能感都显著影响意见表达意愿,但是效能感在网络接入和网络意见表达中并未起

到中介性作用,假设 H3a 得到部分证实。 网络信息获取、效能感都显著影响意见表达意愿,但是效能

感在网络信息获取和网络意见表达中并未起到中介性作用,假设 H3b 得到部分证实。 最后,网络规

模、弱关系、政治效能感都显著影响意见表达意愿,但是效能感在网络规模、弱关系和网络意见表达

中并未起到中介性作用;而效能感在强关系和网络意见表达意愿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H3c
得到部分证实。 同时,我们的访谈材料也鲜活地呈现了上述现象。

六、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对于意见表达方面的赋权,从理论上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台层面,互联网为

公众表达意见提供了开放空间和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二是能力层面,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公众的能

力,如信息获取、网络建构等,从而促进了意见表达。 三是心理层面,互联网影响政治效能感,从而影

响意见表达。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虽然互联网赋予了新生代农民工一定的权力,但主要是平台层面的,而

对其自身能力的提高非常有限,导致其网络意见表达意愿较弱。 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中国农民工

劳动权益保护只有赋权,缺乏赋能,导致权利“悬浮” ,并由此提出要“个体赋能” 。 “能”意味着个体

的行动能力,而“权”意味着行动的空间。 空间约束着行动,行动也在不断拓展空间[65] 。 更值得注意

的是,网络接入以及自身能力的提高并未转化为心理状态对自我能力和外在政治环境的积极感知。
这反过来进一步束缚了网络接入、个人能力对意见表达意愿效能的发挥。 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网络

意见表达的真正落实,有待于对基于网络接入、信息获取、网络建构等个人能力的提升,特别是这种

接入和能力要有志于转化为恒定的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或者认识到网络意见表达

是有能力做到的,也是能够引起重视的。
本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与自身相关的问题并不会过多发表意见,或者并未有强烈的意

见表达意愿,至少在网络上是如此。①[7] 一方面,这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的好转有

关。 同以前相比,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较少遇到拖欠工资、食宿情况差、因工健康受损而未得到赔偿、
被歧视、被排挤等情形。 但另一方面,尽管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关注政策议题,如医疗、养老、住房、房
价等问题(建筑业,WQG;居民服务业,GL) ,但他们多数被动“偶遇”新闻,不会主动上网搜寻,更没

有在网上发表意见的意识。 那些除工作之外,手机使用频率越高,越有空闲时间的被访者,越可能关

注新闻。 但是对于是否在微信朋友圈发表意见,除了与个人性格有关之外,也与他们不了解相关信

息、对个人知识能力有限这一感知有关。
以往研究大多强调网络接入,一定程度上也提到了互联网促进了可行能力的提升。 但是很少有

研究关注心理层面的赋权,本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 研究发现,虽然在各个模型中,效能感都直接影

响网络意见表达,但是效能感在平台接入、个人能力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中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中

介性作用。 在访谈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将手机作为娱乐工具。 尽管部分被访者关注相关新闻

和政策信息,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不愿表达。 主要是他们并不具备相关信息或者相关专业知识,
或者是社会网络较为欠缺等。 这就导致了一种现象：可能新生代农民工接入了平台,也具有一定的

意见表达相关能力(如信息获取和网络建构能力) ,但是这些并不具有可拓展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并
未将这种平台接入、实质性的个人能力转化为一种心理层面的对于“互联网与政治意见表达” 的认

同。 由此,也阻碍了使用网络对增强意见表达意愿效能的发挥。 所以,互联网要真正作用于网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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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达意愿,除了平台层面、个人能力层面,或许基于平台、能力而营造良好的网络参与文化更可能

具有实质性意义。
这也反映一种现象,即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意见表达的文化传统。 本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在各个

中介效应模型中,内在效能感对网络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要略微大于外在效能感的影响,这说明网

络信息获取、网络规模、强关系和弱关系具有提升个人内在效能的潜力,但是中介效应不明显,说明

虽然具有潜力,但由于文化传统中意见表达的缺失,即使其权力受到侵害,也不会意识到这一问题。
同时,强关系模型中,内在效能感(而非外在效能感)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弱关系模型中,内在效能

感(而非外在效能感)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这更加突出了外在效能感的缺乏,当然这深耕于

复杂的政治环境,如传统农村臣民文化导致的表达意愿和传统的缺失。 在访谈中,多位被访者表示

对相关知识能力较为缺乏信心,也表现出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政府不信任的强烈意识。 这导致了他

们尽管有强烈的意见表达需求,但是仍然不会有意进行表达。 总之,网络接入、使用能力并不会增强

效能感,说明传统意义上缺乏表达文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互联网环境下其意见表达文化仍未得到

改善,表达文化并未完全形成。
互联网赋权功能的实现,以网络接入和使用为前提和基础。 随着我国信息发展工程的加快,新

生代农民工网络接入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从现实来看,网络繁荣的背后,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

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 那么,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的作用机制如何? 特别是随着网络技

术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状况是否得到改善? 这是本研究尝试回答的问题。
理论上看,互联网对公民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影响路径在于实践层面和心理层面。 从实践层

面讲,与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人的可行能力相一致,理论上互联网应该提高个人能力,从而增强意见表

达意愿。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互联网确实在网络信息获取、网络规模、特别是弱关系方面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显著正面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但相较于网络接入,其实践能力的影响非常有限。
遗憾的是,虽然政治效能感显著影响网络意见表达意愿,但是其对意见表达的影响并非是由于网络

接入和网络实践等带来的,可能还是从传统的线下表达文化中获得的,互联网的“场域性”并未从心

理方面作用于其意见表达。
在访谈中发现,虽然微信朋友圈的熟人关系也激发了内在效能感的获得,但同时也限制了信息

获取宽度的拓展,导致其意见表达意愿并未得到强化。 从外在效能感看,尽管政务公众号等开拓了

信息获取渠道和表达渠道等,但是多位被访者表示,政务公开平台可能只是个摆设,对其实质性功能

的发挥比较质疑。 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政府不信任、对政府执行效率低的印象已经固化,这在短

时间内很难改变。 也可以这么认为,互联网接入和实践对意见表达意愿的影响仅仅限于平台和能力

层面,其并未提升或者转化为一种文化层面的“有效性” ,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表达。 当然

并不是说平台和能力没有转化的可能性,只是说其深层次的心理状态还未得到实质性改变,至少在

互联网“场域”下是如此。 通过两个时间段的比较,我们发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平

台接入、实践能力有所提升,但是其心理层面的效能感仍然较为缺乏。 因为在个别维度,如内在效能

感对强关系交往影响网络意见表达的中介效应显著,但这种作用也未转化为网络意见表达意愿。 由

此,可以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力具有强大的、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可以作用的方向是朝着增强其社

会心理状态的方向移动。 而这一点在我们的调查中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互联网在心理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上,新生代农民工意见

表达的实质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应该会对心理层面产生一定的效果,以政治效能感为代表

的心理机制可以提供理论支撑。 但是本研究发现,在互联网(平台和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

的影响中,政治效能感并未起到显著的中介性作用。 在访谈中,多位被访者仍然表示自身知识能力

欠缺、是否能够引起政府关注等是其意见表达的最大障碍。 这更加启示我们互联网对于新生代农民

工意见表达的影响,不能仅仅停留在平台、能力的提升,可能最为根本的在于,对意见表达文化的改

善和培养,而这种文化的塑造和形成一定程度上还有赖于平台层面和能力层面的更加深度和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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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挖掘和支撑。 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即从政治效能感这一生发于心理、意见表

达这一深耕于社会文化的事实出发,阐释互联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的重要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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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Mechanisms of the Internet on Opinion Expression
Willingness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An Analysis Based on Empowerment Theory

Yan Qihong( Sun-Yat Sen University)

Abstract：Internet empowers on opinion express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 workers,few atten-
tions are paid to influential mechanisms deepl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re is a structural empowerment
in opinion expression online,including platform empowerment,practical empowerment ( i. e. Information em-
powerment,relation empowerment) ,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powermen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Beijing. It finds that opinion expression willingness of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are more affected by internet exposure and political efficacy,while less affected by practi-
cal ability.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it finds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internet technolo-
gy and the popularity of mobile devices,the situation of internet acc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have improved,following with their advanced practical ability to some extent. However,the potential of inter-
net access and practical ability in the function of self-efficacy is still very limited. Namely,the situation of o-
pinion expression has not been substantially improved. Therefore,it is believable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im-
provement in the extent of platform exposure and using ability of internet,it is necessary to transform them in-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level. Cultivating and creating a good opinion expression culture is also
important based on the platform exposure and practical ability enhancing.

Key Words：opinion expression;peasant workers;empowerment;expressi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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